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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935年10月「始政40周年記念台灣博覽會」（時稱台博或台灣博）在台北市盛
大舉行，從1934年6月預算編列起就成為媒體報導的焦點。事實上，1935年4月剛發
生新竹—台中大地震，死傷慘重，工商業及交通蒙受重大損害，但總督府仍堅持舉
辦，不僅在全台高懸活動看板，更在日本、樺太、朝鮮、滿洲國、華南、南洋等地
大肆宣傳。會期50天內吸引了2,738,895人次到台北市的主展覽場參觀，裝飾性霓虹
燈及臨時電燈使台北市成為最明耀的都市，然而台北市果真如宣傳所言是「文化燦
然」的「文明都市」嗎？
1930年代台灣島內失業問題隨著世界性的經濟大恐慌惡化，這些問題卻在著眼
於日本失業或國際失業議題的大範圍報導下被淡化，公開戳破官方話語和《台灣日
日 新 報 》 等 主 流 媒 體 中 的 「 躍 進 台 灣 」 和 「 文 明 島 都 」 意 象 的 是 一 些 台 北 作
家。1934年10月郭秋生寫下〈王都鄉〉，1936年1月朱點人寫下〈秋信〉，兩人不
約而同在博覽會慶典前後任其主人公在島都心臟地帶哭城。台北廳新庄郡出生的郭
秋生（1904-80）憑弔1904年台北廳市區改正（都市整治）後倖存的北門；艋舺街
出生的朱點人（1903-51）哀輓1932年因公會堂起建被遷至台北植物園的欽差行
台。他們哀惋前清殘跡的話語和姿態與殖民主義意識形態針鋒相對，對被遮蔽的失
業報導和充滿假象的博覽會意識形態教化提出尖銳反論。
隨著現代國家與都市計畫的出現，以城垣圍繞行政衙署的中國式都城建築逐漸
被淘汰，拆城的歷史在東亞普遍可見，在殖民地尤其突兀和激烈。以台北城而言，
「城」的實體與機能在日本據台後快速遭到破壞，淪為一種政治象徵和文化圖騰，
憑弔台北城的小說就出現在這種背景下。筆者將出現在1930年代，以議題連結（is-
sue linkage）為手段，透過台北城內的勞動議題揭露軍國主義南進宣傳，同時反擊
殖民主義都市論述的作品，稱為「城殤小說」。本文將透過兩篇具有互文性的城殤
小說，探討其出現與台灣博覽會的舉辦及台北城區的都市整治有何關聯？它如何成
為這場世紀性博覽會撩起的民族情結與民怨宣洩的一個管道，又如何駁斥「勞動神
聖論」、「勞動組合主義」與「躍進台灣論」，揭露本土都市瀕臨爆炸的失業問題
及勞動困境？
二、弔北門：郭秋生〈王都鄉〉中的「勞動神聖論述」批判
1895年4月台灣依據《馬關條約》割讓給日本，自議定割台到台灣民主國覆亡
的半年間，經歷激烈社會震盪和政治轉換。在為期50年的殖民統治結束前，台灣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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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作家鮮少對物換星移最劇烈的台北城公開憶述或抒發，被壓抑的民族創傷與社
會記憶卻何以在台灣博覽會召開前後的城殤小說中乍洩？本節將透過短篇小說〈王
都鄉〉，1 對城殤小說的敘事特徵與議題內涵進行討論。
〈王都鄉〉，是台灣新文學中最早出現的城殤小說。作者郭秋生曾以「攝影
手」、「街頭寫真師」、「SM生」等筆名，在《台灣新民報》週刊和《台灣新文
學》雜誌上撰寫台北社會議題的專欄，2〈王都鄉〉堪稱其都市書寫中的翹楚。3 小
說以郭氏擅長的台灣話文為基調，透過帶有小知識份子聲腔的主人公「王都鄉」之
視點展開敘述。自幼害病廢了兩足的青年王都鄉，從一個原本深居簡出的小康家庭
之子，踏進社會、讚美勞動、深入街頭，卻發現牛馬不如的勞動現場，理解到「現
代的社會不是人的社會了」之真相，最後決定鼓動三寸不爛之舌，奉獻於街頭運
動。小說撰寫的1934年底正值博覽會籌備事務全面啟動之際，此時郭秋生讓其主人
公蠕行至北門城下，渺小的殘疾者與巨大的朽物，廢人與廢城，形成一幅驚人的破
敗圖像。王都鄉一見北門倒影，觸景傷情，內心便不由得萬端齊發：
噢！北門，我又來見你了，傾斜的落日，又照得你一身的不遂，暴露在這十
字路中示眾了，你是斃傷的獅子，還是缺了口的銃器，或是腐爛的破裘，你都總
是一件的廢物了，噢！廢物，你別要再作我的傷心的對象了吧……（中略）北門
喲！世間之大，除了我，也許沒有第二個人能夠理解你的心情吧！（頁131-132）
直到北門行乞這一天之前，王都鄉送去了二十多年太平歲月，父母死後才嚐到
苦境。郭秋生以一面鏡子使主人公看見殘疾之相，看見自己對社會的拖累，他決心
自立更生，開始以行乞為勞動的生活。
前清遺物北門讓王都鄉升起同病相憐之感，故選定在其腳下開始行乞。王都鄉
極具諷刺感和誇張性的「行乞勞動」和「北門三看」，是小說中的重要伏線。第一
看，在行乞第一日，斜陽之下，他看到北門的「不遂、古董、當街示眾、了無生
機、廢物、拖屍、殘喘」，聯想到「斃傷的獅子、缺了口的銃器、腐爛的破裘」，
感受北門被「鞭屍、暴屍」，承受「莫大恥辱、莫大苦痛」。北門第一看觸發的情
感直接而強烈，一連串的詠歎調，不可遏抑的殘、廢、斃、死修辭，迸發為對北門
1　 芥舟〈王都鄉〉，完稿於 1934 年 10 月 16 日，《第一線》創刊號（1935 年 1 月），頁 128-
40。引文全面保留作者台灣話文特殊用字。
2　 郭秋生曾就讀過漢文私塾，公學校畢業後內渡廈門集美中學讀書，後為台灣文藝協會的幹事長，
身兼機關誌《先發部隊》、《第一線》執行編輯，為台北作家中的靈魂人物。
3　〈王都鄉〉這篇小說目前尚未獲得注意，現有的郭秋生研究主要關注他有關台灣話文運動的主張、
書寫實踐及民俗書寫，例如黃怡婷、劉孟宜、陳韻如、李雅敏等人的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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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深的哀悼，一個令他「傷心的對象」。然而，高亢情緒轉瞬即收，王都鄉旋即轉
移目光，刻意以現代性之眼評估，將描寫停在表面層次，以主人公對工作的渴望及
其對「無勞不食」的思辨取代敏感的「弔北門」情節，將敘事重點聚焦在勞動議題
上。
接著，主人公二看這故國之城，北門隨即從殘疾者、廢人、廢物之自我寫照，
變為欠缺生產性、不進步、不健全的自我批判象徵，一個令他戰兢惕勵的龐然廢
品，令人不屑一顧的落伍之物了。王都鄉不願自己被進化的車輪拋下，因此自覺非
盡上一分勞動，擺脫無用之恥。他在北門城邊開始乞討，看著勞動者川流而過，眼
前尊嚴、健康的社會令他熱血沸騰。很顯然，王都鄉受到勞動進步論述影響，形成
「勞動尊貴」、「勞動的社會是健康的」、「努力勞動就能得到光榮分配」等觀
念，並以行乞勞動對此加以實踐，然而很快他便發現了理論和現實的脫節。日間他
被「杏仁茶小販」譏笑時，仍不信「社會不保障你最低生活以上的生活」，也不相
信這是「社會的缺陷」，甚至認為反對勞動神聖的論調是一種頹廢思想，須加予「
啟蒙」，以免「毒害社會的健康」；直到夜裡他夢見自己腳疾痊癒，熱切求職卻四
處碰壁，最後被一群待業者視為敵手圍剿之後，才幡然夢醒，明瞭台灣社會中勞而
無食、勤勞成貧的狀況。小說中作者沒有交代何以王都鄉照鏡後便痛感今是昨非，
嚴拒社會事業團體的救濟，決心自食其力，但是很顯然鏡子和夢境都是主人公具體
思想啟蒙情節的縮寫。
行乞第二日，重返北門，喧囂依舊，但光景丕變。王都鄉的「北門第三看」，
看見的是「不能保障生命安全的社會」，一個失業殺人、過度勞動、勞動成奴、貧
者相食的社會。最後，他不禁感歎，北門啊！北門！汝是「地獄的縮圖」：
只得有無數的囚人，在一柄看守的馬鞭下勞役，只得有穿著淺綠囚衣的罪
人，一群一群經過，只得有人面的牛馬，人面的駱駝拖著，負緊的慢慢著走路，
一切都已不是往日的流汗了。是流著淚，是流著血，是從頂門上噴出來的了。（
頁139）
在北門第三看裡，他關注的是日本統治已屆四十載，充斥眼前的失業問題及勞動
不公現象，如何被勞動進步論述掩蓋，以此馴化勞工，剝奪台灣人的勞動獲益與生存
資源。歷經兩天的勞動冒險，王都鄉重訪杏仁茶小販，同意他「健康的不具者（殘疾
者），比不具者更慘苦」之說法；在向小販傳播「奪回生存資源」、「恢復我們給侵
害的生存權」的理念之後，便向其它街頭挺進，小說也在他背影隱沒的「街頭」一景
中饒富意味地結束了。
這是一篇以冒險寓言（fable）為體裁，在短淺的故事時間（duration）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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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深沈的歷史議題，靈活運用隱隃（metaphor）和換喻（metonymy）手法，透過語
帶雙關的敘述和意象，使富有暗示意義的主題和深沉的批判在簡單的故事裡體現。
小說以靈悟式（epiphany）手法，用「鏡」與「夢」的交叉敘事，辨證殖民地都市
的幻與真，殖民主義論述下的夢與醒，揭破勞動進步主義的權力話語，披露台北市
都心觸目可及的失業問題和勞動不義等困境。
透過「王都鄉照鏡」與「王都鄉之夢」兩段寓言，郭秋生將北門符號化，成為
一個喻體，也使這個喻體的所指（signified），從對故國、廢都、遺民、殘疾者的
民族主義憑弔或自我厭棄，轉化為對官方及右翼勞動論述、病態都市、不健全殖民
體制、非人國家的批判。北門，分別被隱喻為「清朝」、「本島人社會」、「人間
煉獄」，隨著此一隱喻的擴大，北門的象徵意象也層層深入。主人公第一看以亡國
棄民心情哀慟北門曝屍街頭的奇恥大辱；第二次以勞動神聖論厭棄北門的落伍無
用；第三次以勞動成奴的觀點終於覺察了北門在整個殖民地非人社會中，如冥都般
的存在。透過台北城隱喻的轉移，郭秋生再現舊城意象在不同統治政權與勞動論述
下的變異，成功刻劃本土知識階層對台北城意象變化的心理反應，也展示了他們從
中思辨空間政治及殖民主義勞動論述的軌跡與資源。
〈王都鄉〉的主旨之一在於辨證「勞動神聖論」與「勞動組合主義」，那麼何謂
「勞動神聖論」、「勞動組合主義」呢？石田傳吉自明治時期起即大力宣揚「勞動神
聖／進步／幸福」、「勞動者剛直／忠孝／愛國」等帶有皇道主義色彩的勞動神聖運
動，1922年更出版《勞動神聖論》一書，如善書般廣贈全國各地。在這種運動影響
下，勞動神聖成為台灣公學校教育的部分內容；1925年當時日警自學台語的唯一刊物
《語苑》雜誌上，也刊出〈勞動之神聖〉一文。勞動神聖論更是社會教育、職業訓練
和勞動講習會的重點。1938年總力戰體制啟動後，戰時勞務問題受到高度重視，官方
進一步藉此鼓吹「勞動奉仕運動」。4 除了在官方政策和國民教育場合之外，勞動神
聖論在日本勞動運動中也產生重要影響。日本工會運動先驅、「友愛會」的創始人鈴
木文治，即提出「勞動為神聖，團結真有力」的口號，主張以「勞動組合主義」5 追
求「健全的勞資關係」和「產業和平」。6 總之，勞動神聖論在日本變成了國家主義
4　 參見，石田傳吉：《勞働神聖論》（東京：地方改良協會，1922）；渡邊墩山：〈勞働之神聖〉，
《語苑》18 卷 6 期（1925 年 6 月），頁 35-6；許佩賢：《太陽旗下的魔法學校：日治台灣新式
教育的誕生》（台北：東村，2012），頁 110-1；二荒芳德：〈労働は神聖な人生なり〉，《ま
こと》323 期（1938 年 9 月 10 日），頁 7。
5　 勞動組合主義（trade-unionism），即工會，日語又譯為「組合主義」，意指在認同資本主義制
度的範圍內，為了改善勞動者的經濟性條件而成立的工會。
6　 參見，間宮悠紀雄：〈友愛労働歴史館資料から読み解く：鈴木文治・松岡駒吉のメッセージ〉，
《青淵》720 期（2009 年 3 月），頁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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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論述的理論基礎，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鈴木文治工會路線不只在日本遭受左派挑
戰，導致勞運陣營多次分裂，在台灣更因無法解決勞動現場存在的嚴重民族差別問
題，而遭到台灣左翼工運人士撻伐。
透過北門三看與覓職風波的鋪陳，郭秋生巧妙區辨勞動神聖與勞動正義，舉重
若輕回應了當時流布於日本內地及台灣的國家勞動教化宣傳；也反對了右翼勞動運
動領導者鈴木文治自1912年創設「友愛會」到1930年擔任「日本勞動總同盟」會長
期間，致力提倡的勞動組合主義。郭秋生推出哭、嘆、弔、罵匯聚之「失業者的博
覽會」，指出這是一個勞動條件惡化、工作機會流失、民族位階下滑的不健全社
會。北門的今與昔、存與廢、健與殘、有用無用，各種隱喻與意象互為表裡，構成
豐富的象徵。城破之慟，非人社會的降臨，激起王都鄉滿腔熱血、滿腹愁腸。在棄
民情結下他不能回首、不堪回首，在殖民統治下欲設法融入，卻發現勞動神聖論述
愚民、殖民體制吃人的真相。
三、弔府衙：朱點人〈秋信〉中的「躍進台灣論述」批判
〈秋信〉7 同樣是一篇以舊台北城為舞台、地方感強烈，對博覽會中的文明都
市宣傳和勞動論述多所諷刺的小說。1935年台博熱烈召開的秋天，朱點人讓其主人
公，一位台灣淪日後便蟄居西部農村、拒仕不出的前清秀才，搭乘六小時火車北上
參觀了半日博覽會。斗文先生出生於1869年左右，是一位19歲中秀才，任職台灣巡
撫衙門八年，27歲準備進省應試，卻因台灣異主而斷了青雲路的傳統文人。朱點人
用這位象徵民族氣節「斃而不死」的人物，與郭秋生「殘而不廢」的主人公王都鄉
形成互文。
〈秋信〉以白話文為基調、夾雜台灣話文和日文漢字，烘托這位古色蒼茫的老
秀才。小說以曾被總督府禁止發賣的中國報紙和〈桃花源〉、〈正氣歌〉等古典名
篇當典故，刻劃老秀才堅定的遺民氣節，塑造一位拒絕進入殖民統治時間的「現代
性乖離者」，並透過其心念變化突顯民族創傷被擾動的因素，以及台博的舉辦為何
與這些擾動有關？
小說沿著主人公不屑前往、半信半疑出發、抵達後大受震驚、最後孤身弔府衙
的主軸，以一疑、三辱、三驚對刺激台灣人集體記憶、擾動民族心理的因素進行鋪
陳：
7　 該小說於 1936 年 3 月《台灣新文學》1 卷 2 號雜誌中完成編輯，印刷前遭警務局削除。參見，〈編
輯後記〉，《台灣新文學》1 卷 3 期（1936 年 4 月），頁 101。戰後才獲得發表，首次收錄於鍾肇政、
葉石濤編：《薄命》（台北：遠景，1979），頁 109-2。文末自注，寫於 1936 年 1 月 31 日。
• 78 •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Chinese
斗文先生的第一疑，起因於「好比遊月宮回來還要歡喜，大讚而特讚着」的村
民口中傳述的台北市街，何以大多已非昔日地名？
斗文先生的第一辱，則在台語流利的日籍老巡查遊說他繳交博覽會協贊會員費
時激起：
老秀才！你去台北看看好啦，看看日本的文化和你們的，不，和清朝的文化
怎樣咧？
「清朝！」他聽見清朝二字，身體好像觸著電般的，起了個寒顫，呆呆地看
着天窗出神。（頁113）
台北、你們、清朝文化、日本文化，一長串隱含文化歧視的修辭，戳破他精心
布置的遺民時空，觸痛不願與時俱進的遺臣心理。他不便反駁，不能苟同，極度震
顫，不願進城，唯恐看見一個不認識的台北，但也期盼看見一個真正進步的台北，
終於悄悄北行。
數十年未搭乘火車，斗文先生在車廂裡遭遇第二辱。他的打扮在和服、台灣
衫、洋服的身影中引起側目和鬨笑。他不斷髮、不易服，活在自身安立的認同與傳
統中，吸吮遙遠祖國動態，一身傲骨，八風不動，度過四十載。在車上，他對愚夫
愚婦的嘲笑全不在意，一逕展讀古冊。然而，斗文先生接下來的旅程越發不如意。
斗文先生的第一驚，出現在他正快活耽想昔日任職的府前街、府中街、府後街
一幕幕舊景，而火車恰巧通過「萬華駅」時。他忍不住驚呼「艋舺艋舺！」、「一
府二鹿三艋舺的艋舺」！繼國族符號「清朝」帶來的震顫之後，台灣開發史上的重
鎮、台北府玄關，又一個強烈的記憶刺激著他！然而，定睛一看，艋舺改稱了萬
華，台北城被拆除，弭成三線路，舊衙煙消雲散，舊址上聳立一棟棟展館！猝不及
防目睹了台北的變化，迎受強烈異樣景觀，老秀才登時癱倒。
第二驚，出現在他隨著混雜人潮從「台北駅」被擠出之際，令他刺目的這座門
樓，刻著「始政40周年記念」幾個昭告帝國權力和殖民時間的文字和數字。斗文先
生從猛然一見、驚心駭魂，到忍受其獰笑、悲不可遏，起了一連串快速的挫敗身心
反應。
他麻木地被人潮從台北站推向台北博物館，進入第一文化施設館，關心教育的
他細細瀏覽學校分布圖，之後駐足一幅畫前端詳，卻在這裡遭到第三辱。畫上三個
學生並排立於校園，手執鶴嘴鋤、算盤，煞有介事。不懂日語的他，挽住一人詢
問，對方回答：
「『產業台灣的躍進，是始自我們』啦。」那個人解釋給他，還把他看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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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哈哈的笑著。
「哈哈……」
「哈哈……」
和著笑聲，忽地在他背後又爆出二個笑聲，他急的回頭一看，二個日本人學
生，兩腕叉在胸口，嘴裡還不知在說著什麼，對他投著卑視的眼光。他受了這麼
侮辱，真正有說不出的悲哀，他想，假使自己若懂得日本話，便要和他辯論個到
底。（頁119）
大和子弟的嘲笑深深羞辱了這位前清知識人：
「倭寇！東洋鬼子！」他終於不管得他們聽得懂與不懂，不禁的衝口而出
了：「國運的興衰雖說有定數，清朝雖然滅亡了，但中國的民族未必……說什麼
博覽會，這不過是誇示你們的……罷了，什麼『產業台灣的躍進……』，這也不
過是你們東洋鬼子才能躍進，若是台灣人的子弟，恐怕連寸進都不能呢，還說什
麼教育來！」（頁119）
終於他吼出多少年來從未鬆口的壓抑，他意識到博覽會是統治成果的誇耀，「產
業台灣的躍進」是產業轉型的預告，然而在日人主導下的這一切變革，只有使台灣人
更劣勢。
斗文先生的第三驚，出現在欲拜謁撫台衙尋求慰藉，卻意外發現其已蕩然無
存、被遷出城外之際。（參見附圖一）「老先生！看來你不是本地人，也無怪你不
知，若說撫台衙的故址，現在已經起了台北公會堂了。」西風斜陽下，他被人力車
夫拉往植物園（參見附圖二）。博覽會平地起高樓，盤踞在殖民政府強勢鏟除的前
朝遺跡上，會場揭示種種成果與未來，共享者卻未必是台灣人。目睹被夷平的台北
城，被移除到舊城之外的清衙，以及從政治象徵、地名符號到官方語言教育的遞
變，他不禁對民族認同連根拔除的危機膽顫心驚。小說結尾，老秀才從懷裡摸出那
封信，兩眼落到箋末「蓬萊面影」的四字印刷上，備感淒涼。
〈秋信〉的前半部，敘事節奏平緩沉靜，與避秦不出的時間感與人物心志相
襯。在此作者以小人物的諧謔對話，暴露博覽會從都會到偏鄉誇大宣傳、巡警強逼
與會等現象。〈秋信〉後半部，深入島都心臟，情節跌宕，步步驚心，主人公迸發
批判，慷慨激昂，一瀉而出。值得注意的是，將敘事推向高峰的這一怒，與他進入
舊台北城區後受到的一連串刺激有關。
一場宣洩後，67歲的老秀才佇立撫台衙殘跡前黯然神傷，無語老叟和無用殘衙
再度對話，老、朽、殘、敗、晚、秋，交織出又一幅城殤圖像。斗文先生從一早坐
上象徵無法停止的現代化進程之火車開始，就進入了殖民統治的現代時間。斗文先
生小遊一個會場、看了半間展室，便在以文明都市為標榜的島都，博覽了一場今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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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　1935 年台博第一會場中心地與前清衙署舊址之重疊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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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二　台北植物園位置圖（清代欽差行台遷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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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變，一齣現代史上的滅城行徑。他不禁自問，這難道就是台灣意象、蓬萊姿影
嗎？不，這是誇耀暴力、沉迷巨變的博覽會，是帝國製作的一個文本。
台灣總督府擬定的博覽會舉辦趣旨不斷宣稱：「為使帝國國威顯揚，本島作為
國防據點且為國力南進之礎石，其重要性愈須為舉國各層加深認識。故於今秋官民
戮力，為促島民之自覺，資明日台灣之躍進，開設博覽會」。8 台博舉辦理由中全
然不見本島人立場之考量，官方著眼的是台灣在日本帝國世界體系佈局中的價值和
角色。博覽會主辦單位曾向全日本徵募宣傳歌詞及海報標語，入選之一的〈躍進台
灣〉9被譜成進行曲，與各種宣傳品相互襯托，成為宣傳的主旋律。在這首進行曲
中，台灣意象被黑潮、南海、高砂島、皇恩披覆、民族融合、創世天神、新天地等
修辭重新編碼，納入日本史地與國族神話中，並以「南進」是興隆日本之台灣使命
作結。綜合〈趣意書〉和宣傳文宣可見，台博在產經層面祭出的「躍進」，實為充
滿軍政行動的「南進」。
綜上所述，博覽會是一種由實體展示和媒體宣傳組成的帝國文本，朱點人動用
各種意象進行反駁，最後以「倭寇」一語怒斥了這則帝國神話。斗文先生在火車上
展讀的志怪小說集《海外十洲記》實為《海內十洲記》，即台灣異稱「蓬萊島」典
故出處。朱點人以內／外一字之改傳達對台灣改隸的耿耿於懷，以及對博覽會挪用
「蓬萊面影」使台灣從政經到文化層面無一不納入日本帝國體系之強烈不滿。斗文
先生驚見博覽會門樓時湧現的詩句，語出杜甫〈秋興八首・其四〉，〈秋信〉表面
上為秋日寄來的一封博覽會請箋，實則暗取〈秋興〉寓意。朱點人透過「斗文先
生」的打造，從集體記憶中挖掘被壓抑的本土意象，製造一套針對性論述，以前
清、遺臣、避秦、典章詩賦、艋舺、台北城、府衙，抵抗從黑潮、南海、高砂島到
創世天神、產業台灣、鶴嘴鋤等一系列日本意象與殖民者命名。透過對博覽會文本
的批判性閱讀，朱點人指出帝國主義如何藉著神話和意象使自己合法化，以軍／
官／財團利益為中心推動施政，同時把被迫為此付出代價的殖民地苦難掩蓋起來。
〈秋信〉揭破了博覽會的政治企圖，意旨深藏地指出總督府以「躍進」「包裝」「南
進」，實則台灣人從教育到勞動層面全面劣勢、寸進亦難的現實。
8　 參見，〈博覽會開催の趣旨〉，鹿又光雄編：《始政四十周年記念台灣博覽協贊會誌》（台北：
始政四十周年記念台灣博覽會，1939；東京：國書刊行會復刻，2012），頁 2。原文為日文，
筆者譯。
9　 參見，鹿又光雄編：《始政四十周年記念台灣博覽協贊會誌》，頁 82-4。原文為日文，筆者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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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從台北城到島都：都市整治、南進論述與本土勞動困境
〈王都鄉〉、〈秋信〉執筆的1934至1936年正是台北城空間整治高峰，整治成
果因逢博覽會舉辦又與文明島都、躍進台灣之論述連成一體。小說中激動抗議之
處，也正是台灣人被壓抑的記憶發露之時，因此我們可以視城殤話語的傾瀉為集體
潛意識癥候的乍現。兩位作家從遺民和殘疾者的民間、邊緣角度，對博覽會中的宏
大敘事反唇相譏。城殤小說讓讀者看見漢族意識不若城樓容易抹除，台灣人集體潛
意識在日本統治四十年後的浮露並非偶然。它與總督府罔顧台灣產業危機與勞動困
境，在舊城區誇耀殖民治績、預告南進政策，所引發的反感與恐慌密不可分。
1884年竣工的台北城，受中法戰爭法軍侵台刺激而修築，為洋務運動和1885年
台灣建省背景下，光緒十年代起建的一系列衙署建築群之屏障。廣義的台北城建築
群除了北門、西門、小南門、南門、東門等五城門組構的城廓建築之外，還包含城
內欽差行台、台灣巡撫衙門、台灣布政使司衙門、台北府衙門、淡水縣衙門、其它
文教機構和信仰中心。占地面積約1.4平方公里的台北城區，舊稱「城內」，與艋
舺、大稻埕鼎足而立，為台北市三大市街。日本據台後城內區域依然是軍事、政
經、文教的重心，而有「島都的心臟」或「島都的中心地」之稱。10
諷刺的是，1884年嶄新落成的北門，亦是1895年北白川宮率領日軍進占之門。
割台時龐大的台北城建築群尚未全部完工，卻在新政權成立後快速遭到挪用或毀
棄。早在1900年到1910年之間，城內建築除了布政使司衙門、善後局、欽差行台等
官署之外皆已遭拆遷。台北城也在1905年市區改正時被大規模破壞，西門和半數城
牆遭拆除，牆基沿線闢為林蔭大道，此後台北市每年僅提撥400圓支應四城門的維
護，因而日趨殘破。
在城內的衙署建築方面，毋庸贅言其最大變化發生於割讓之際。1895年6月初，
第一任總督已進駐位於被焚毀的最高省署撫台衙南側的欽差行台，在此成立「台灣
總督府」。緊鄰在旁、行政位階居次的布政使司衙門，也被北白川能久親王督率的
近衛師團挪作司令部。此後直到1919年總督府正式廳舍（今總統府）落成前，曾為
清代台灣省、府、廳、縣各級衙門和台灣民主國首府所在地的台北城，悲劇性地成
為殖民政治中樞而面目全非。
台北市在日本統治期經歷六次市區改正（都市整治），11 1932年屬於第三階段
10　〈菊正宗アデカ石鹼，かくし立のない，藤田氏の信條，やがて營業の本據も，島都の心臟部
へ進出〉，《台灣日日新報》（1936 年 4 月 29 日），第 7 版。
11　 蘇碩斌：《看不見與看得見的台北》（台北：群學，2010），頁 1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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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治對台北城區影響尤大，1936年期間整治焦點已抵達城心之「大和町」。12 北
門街、西門街交會點之大和町，為前清衙署密集之地，布政使司衙門、善後局、欽
差巡台皆分布於此。1931年欽差行台所在地為記念昭和天皇登基被選定為台北公會
堂（今中山堂）興建地點。公會堂工事從1932年12月啟動，到1936年12月竣工，為
了興建這個台灣第一個公會堂建築，欽差行台在1932年被移遷三地。（參見附圖
一）13 總體而言，從1929到1936年的大和町都市整治工程，可謂台北城建築群繼日
治初期後最大的一次破壞。台北公會堂與南警察署、公設當鋪、商業區毗鄰而立，
博覽會展區也以此一繁華地為中心。
1935年6、7月之間，博覽會一、二會場陸續在公會堂及台北市公園（今二二八
公園）兩處搭設起來（參見附圖一）。儘管總督府僅以變裝換身的臨時設施使用既
有街區，14 但是對都心景觀和都市意象帶來的變化仍不容小覷。這是因為兩大會場
及附屬館舍搭建在歷史感和政治象徵濃厚的城內，在在與1895、1905、1929、1932
年幾次的整治工程產生聯想，而不斷突顯台灣政權轉讓、台北城意象轉移的事實。
在1935年的博覽會舉辦中，島都形象獲得了一次充滿殖民都市意象的新詮釋。
博覽會核心的第一會場、揭幕大典的舉行地公會堂，基址與前清衙署高度重疊，卻
以公共會堂現代建築取代封建衙署，成為都心新地標。第一會場外圍展館沿著三線
道路，向南延伸到小南門附近，雄踞於縱貫鐵道東側。民眾抵達「台北駅」之前，
迎面而來的一座座現代展館，首先便帶給觀者全新的視覺刺激和都市印象。
台博非僅為展示治理成果、促進觀光，更在於鼓吹南進，促進華南、南洋與台
灣的產業連結。15 關於此點，有幾項事實可以證明：第一，總督府於1935年10月博
覽會舉辦之際，由中川健藏親自主持「熱帶產業調查會」會議，旨在達成「工業台
灣、農業華南」之目標。 16 第二，武官總督制重新復活，1936年9月小林躋造上
台，宣布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為治台三原則，11月總督府成立「台灣拓殖
株式會社」。第三，南進政策在博覽會舉辦次年正式列入國策，由日本中樞及軍部
12　今延平南路、中華路、開封街一段、漢口街一段、武昌街一段、酉陽街、永綏街附近。
13　現存於台北植物園園區內的「布政使司文物館」，一般認為是清末布政使司衙門搬遷後所遺留
的建築。然而，李瑞宗發現「布政使司文物館」應是清欽差巡台的衙署建物，清末台灣行政地
位調整頻仍，日治時期欽差巡台和布政使司衙又多次移交，導致後人將兩者混淆。參見，李瑞
宗：《台北植物園與清代欽差行台的新透視》（台北：南天，2007），頁 132-42。
14　呂紹理：《展示台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台北：麥田，2005），頁 277-
80。
15　呂紹理：《展示台灣》，頁 401-2。
16　 林 繼 文：《 日 本 據 台 末 期 (1930-1945) 戰 爭 動 員 體 系 之 研 究 》（ 台 北： 稻 鄉，1996）， 頁
41-4、1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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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導南進政策，並有必要時訴諸武力之準備。至此日本海軍、台灣總督府、台拓會
社正式結成軍／官／財三位一體的新體制。整體而言，台灣博覽會對南進思想的鼓
吹可謂其先聲。17
台北市從城區空間改造到作為島都門戶盛大妝點，民眾的現代性認知和政治認
同不斷被規訓；與此相對，台灣人、特別是有識階級的歷史記憶和民族情感也受到
密集擾動。始政則國殤，城殤即民殤。王都鄉和斗文秀才，以內心獨白宣洩的殘都
廢城修辭、以夢境揭示的哀哀百姓景觀、以屈辱和訾罵帶出的躍進悖論，都不是偶
然情緒，而是對殖民者經年累月毀損舊城，並於博覽會期間大肆宣導南進政策一事
的反彈。各種台灣人不容公開論述的被賤斥經驗，在長期的體制壓抑下形成集體潛
意識，卻在台北作家的文字編碼過程中獲得釋放，並透過符號的再現系統獲得可視
性，對讀者形成暗示性。作家啟動了集體潛意識中積藏的強大意義動能，以城市寓
言的針尖刺向政治神話的氣球，因此找到了與博覽會宏大論述相抗衡的支點。
「王都鄉」是「台灣人」的隱喻，也是「殖民都市台北」的換喻。透過主人公
的實踐與思辨，作者指出在無法主宰生產資源、保障工作機會及合理報酬的殖民
地，打著啟蒙主義大旗的帝國論述如何交互建構形成強大的奴役論述。他諷刺勞動
神聖論，暗示只有正視社會問題，糾集同志，才能爭取勞動正義。朱點人則進一步
將老城賦予民族的隱喻，以半世紀之悠遠眼光暗諷這些變遷，揭露帝國產業政策從
教育到勞動層面無所不在的民族差別的現實。兩篇小說都企圖指出「勞動神聖」論
述和「台灣人自我賤斥」意識，為殖民主義勞動論述之一體兩面；而「勞動神聖」
又與「躍進台灣」之南進論述形成一整套的帝國主義勞動進步論述。
自1929年台灣工運抬頭開始，郭秋生、朱點人就站在反對勞動組合主義的左翼
激進派立場，透過評論或創作呼籲都市勞動者及依附都市體系的鄉間農工階層覺
醒。郭秋生的散文〈農村的回顧〉（1929）描述認真的農民在「勞動神聖化」、 
「勞動快樂化」等口號教化下，窮盡心血耕作，結果暴雨成災收成化為烏有的慘
況。18 小說〈可憐的老車夫〉（1931），描寫一位老車夫在酷熱的台北街頭流連張
望，憂慮租車成本無法打平，好不容易盼到兩位顧客，卻是準備往酒樓揮霍而狠心
削價的摩登青年，和憑恃官威苛扣公定車資的日籍官吏，毫無招架之力的他只能含
淚接受剝削。19 小說〈屠場一瞥〉（1935），則將鏡頭轉換至豬隻產銷現場，報導
17　參見，梁華璜：《台灣總督府南進政策導論》（台北：稻鄉，2003），頁 48-9、63-4、94-5。
凃照彥也曾指出，台拓的活躍過程亦即日本帝國將台灣經濟納入其「東亞共榮圈」一環的過程，
此一國策會社的蓬勃發展完全根據日本資本主義需要，絕對不是為了台灣本地人民。參見，凃
照彥：《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台北：人間，1992），頁 347-8。
18　參見，秋生：〈農村的回顧〉，《台灣新民報》第 265 期（1929 年 6 月 16 日），頁 9。
19　參見，SM 生（郭秋生）：〈可憐的老車夫〉，《台灣新民報》第 370 期（1931 年 6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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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農被強制加入農會和市場的管理體系，扣除原料費、仲介費、農會入會費、市場
規費後，利潤無幾的窘況。20
朱點人也在小說〈打倒優先權〉（1932）中，批判帶有民族差別待遇的勞動惡
法，並明確反對勞動組合主義。這篇戰前未能發表的作品，21描述台北市一群台灣
人車夫從黃昏到深夜繞遍台北都心，始終無客可拉，瑟縮在榮町停車場避寒討論，
才終於發現日本人車夫壟斷P車站（台北車站）優先載客權一事的嚴重性。他們原
本認為既已依法繳納鑑札稅（營業許可稅），理應公平競爭，因此拒納優先稅，孰
料拒絕二層剝削的結果，竟致完全無法競爭。透過組合協調和抗爭不得其果的他
們，最後決議聯合南北組合（同業工會）成員，以暴力手段驅離日本人車夫，捍衛
工作權。小說結尾處，密集出現「團結」、「鬥爭」、「打」、「打倒」、「反對」
等抗爭標語和驚嘆號，運動者沿途散發的傳單上也寫著：「我們斷然的：打倒優先
權！反對組合無能！南北同盟！」22 郭秋生利用〈農村的回顧〉、〈王都鄉〉駁斥
勞動神聖論，宣揚反工會主義之思想；朱點人則透過〈秋信〉、〈打倒優先權〉揭
露殖民地勞動體制和工會組織中的民族差別與壓迫。
一九三〇年代後台北市現代形貌漸趨成熟，但都市裡的勞動環境日益惡化，台
灣整體的教育與產業體制也有嚴重的民族差別問題。對台灣工運抱持近似立場的兩
位台北作家，敏銳注意到博覽會躍進論述中風雨欲來的南進政策，以及它可能對本
土勞動問題加深的衝擊。他們不約而同戳破博覽會謊言，揭示勞動成貧的體制，呼
籲人們注意殖民地勞動體制中的民族差別和階級分化問題。他們以小說敘事營造一
股與官方相違的論述，傳達出主流媒體中聽不見的地方聲音。前清台北城建築群的
符號化、意象的轉移，攸關他們小說敘事的成敗。他們的成功，得力於巧妙連結空
間整治和躍進論述，體現了台灣被帝國主義全球化體系吸納的過程。城殤小說，關
心日益加劇的都市勞動問題，也注意殖民主義勞動論述、帝國產經政策、乃至博覽
會教化宣傳對本土農工大眾及其思想的威脅，並將之與社會運動的馴化、台北市的
軍事基地化結合起來觀察。它展現台北作家對博覽會活動隱含的南進論述之反擊，
反映台北市逐漸成為南進節點後，在本土社會激起的反響和隱憂。
頁 11。
20　參見攝影手（郭秋生）：〈屠場一瞥〉，《台灣新文學》創刊號（1935 年 12 月），頁 96-7。
21  〈打倒優先權〉完稿時間為 1932 年 1 月 20 日，手稿影像參見」賴和數位博物館」，文字整理
稿參見林銘章〈朱點人小說及其文學活動研究〉（佛光大學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頁 127-
30。
22　解昆樺：〈左翼的疼痛：朱點人〈打倒優先權〉、〈島都〉、〈秋信〉中的身體經驗〉，《台
南大學中文系第一屆「思維與創作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南：台南大學中文系，2007），
頁 2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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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台北城建築群的破壞於日治初期已大肆展開，何以事隔三十多年後，它們才引
發新文學作家們浩然長嘆？本文聚焦兩位作家的城殤小說，將博覽會活動視為總督
府南進政策宣導機制的一環，以博覽會南進宣傳探討民族心理受到的刺激，特別是
舊城遷棄作業與博覽會南進藍圖之對照引發的不滿。透過台北城內空間整治、博覽
會會館建置、南進論述宣導、城殤小說勞動批判敘事的層層分析，筆者指出在南進
政策下高調舉辦的台灣博覽會，不僅是一連串都市整治工程成果的集中展示，更預
告了台灣產業政策的轉型，而此一轉型背後掩藏了許多白熱化的勞農階級困境與民
族利益。因此，我們不得視城殤小說在博覽會前後的出現為一種單純巧合。
一九三〇年代流行起來的「島都」一詞，隨著「躍進台灣」、「伸展的台灣」
等博覽會口號，與南進意象相連，台北城區的改造也成為島都文明化的鐵證。然
而，台北節點化、台灣基地化帶給本土產業和勞動者的威脅，殖民經濟轉型之暗
雲，卻不容台灣人置喙。城殤寓言衝著島都神話而來，企圖揭破金玉其外的殖民都
市論述如何遮蔽本土社會困境，資本主義勞動論述中的偽啟蒙觀點如何使大眾被血
汗體制馴化；也意圖指出本地人民在失去舊城空間的同時，如何一併被迫喪失自己
的文化、認同和歷史記憶。
〈王都鄉〉、〈秋信〉，是不折不扣的都市末日寓言。兩位作家以台北市底層
勞動者，描寫在全球經濟危機和日本脫離國聯等多重衝擊下出現的凋敝世局，如何
加深了殖民地勞動體制的不合理。無論是台灣總督府的產業與勞工政策，抑或中央
本位的帝國財經政策對殖民地產業的犧牲，作家在在撕裂其假面，傳達「勞動成
貧」的嚴苛現況。
在至為懸殊的帝國論述面前，朱點人以孤臣之心呼應郭秋生殘民之夢。兩人先
後以充滿國族隱痛的廢都之旅，以弱者的哭罵、弔殤的哀曲，發出刺破博覽會幸福
曲調的不祥之音。郭秋生以身殘心不殘的青年戳穿勞動進步論述的虛妄，傳達遺民
不廢，殖民體制才是萬惡之源的道理。朱點人則釋放四十年本土歷史中的壓抑，以
教育和勞動問題為爆破點，動員孤堡狀態的台灣人民族情緒，怒斥軍國主義的蓬萊
妄影。兩人都透過政權變遷下帶有時空錯亂癥候的的零餘者，以弔城情節和勞動困
境構成雙重敘事，宣洩割台之慟，同時諷喻殖民地產業與勞動體制的不義。※
